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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猫头鹰”概念是专长研究在决策机制和公众参与方面的理论创新，旨在理顺专家与公众间

关系。现有研究多停留在介绍和批判“猫头鹰”机制，而缺乏基于实际案例的探讨。文章以北京市责任

规划师制度为例，探讨“猫头鹰”机制的现实可能性。北京市责任规划师制度在成员多样性、依赖专长、

沟通交流、技术共识评估、理想功能实现等方面总体与“猫头鹰”机制相符，但在技术讨论与政治讨论

两阶段、非主流成员与观点融入等方面仍存在局限性。这既体现出规划作为本地利益技术的特殊性，也

说明“猫头鹰”机制仍受限于理论与实践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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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wl” is a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of expertise studies in the field of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s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aiming to straighten 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perts and the public. 
Existing research mostly focuses on introducing and criticizing the “Owl” mechanism, but lacks discussion based 
on empirical cases. This article takes Beijing’s responsible planner system as the case to explore the realistic 
feasibility of the “Owl” mechanism. Beijing’s responsible planner system is gener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Owl” 
mechanism in terms of member diversity, reliance on expertise, communication, technical consensus assessment, 
and function realization. However, it still has limitations in terms of separated phases of technical discussion 
and political discussion, and the inclusion of non-mainstream members and opinions. This not only reflects the 
particularity of planning as a local-interest technology, but also shows that the “Owl” mechanism is still limited by 
the tension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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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头鹰”（The Owl）概念由柯林斯（Harry 
Collins） 和 埃 文 斯（Robert Evans） 在《 民

主 为 何 需 要 科 学 》（Why Democracies Need 
Science） 中 详 细 阐 述， 是 专 长 与 经 验 研 究

（Studies of Expertise and Experience， 后 简 称

专长研究）在决策机制和公众参与方面的重要

贡献。“猫头鹰”一指特定社会群体，因猫头

鹰能够将头充分旋转以扩大其视野，所以他们

将能够从科学本身和科学的社会研究两方面理

解的科学家比拟为猫头鹰；其二，指一种理想

技术决策机制，其搭建起科学世界与政策世界

的桥梁，是科学阶段与政治阶段①共同工作的

制度。（[1]，p.93）

一 些 西 方 研 究 发 展 了“ 猫 头 鹰 ” 机 制，

深化其中专家与非专家交互、元专长（meta-
expertise）的讨论，[2]，[3] 扩展了其在风险沟通

领域的应用；[4] 另一些研究则批判了“猫头鹰”

机制，并将其简单理解为由社会科学家组成的

委员会开展价值审查；[5]，[6] 非西方研究主要是

介绍“猫头鹰”相关理论；[7]，[8] 国内外研究均

缺乏完整的事实支撑。据此，本文将北京市责

任规划师视作“猫头鹰”机制在城乡规划等技

术决策中的尝试，验证其是否符合“猫头鹰”

机制的若干原则，并批判性探讨现实中的“猫

头鹰”机制运行，以展现专家参与的可能性与

局限性。

一、“猫头鹰”机制的内涵与特征

1. “猫头鹰”机制的缘起与内涵

“ 猫 头 鹰 ” 源 自 费 曼（Richard Feynman）

对科学哲学的隐喻——科学哲学对于科学家的

作用就像鸟类学对于鸟的作用。柯林斯和埃

文斯将不同类型的专家比喻成不同的鸟类：作

为“猫头鹰”的专家能够从科学、社会两条路

径思考并加以区分；作为“鹰”的专家缺乏对

科学本质的深刻反思，热衷于通过广告和宣传

推动科学事业；作为“秃鹫”的专家消化“鹰”

的科学价值残余，提供伪学术的理论基础。从

专长类型来看，“猫头鹰”不仅需要掌握本领

域的贡献专长（contributory expertise），还需

要掌握关于其理解沟通的交互专长（interactive 
expertise）②。因此“猫头鹰”机制是一种能

够融合社会意见与技术判断的新决策机制，即

公众与政治家需要将决策建立在技术意见共识

（the consensus of technical opinion）之上。

STS 学者对技术意见共识的理解不一致。

在 STS 第一波中③，由于专家具有绝对权威，

其技术意见处于绝对正确的地位，共识建立在

专家技术判断基础上；STS 第二波中，任何技

术性判断均受到社会因素影响，不确定性内置

于专家技术意见中，公众意见在质疑专家意见

的前提下充分表达，并进行自由选择。柯林斯

和埃文斯所期望的“猫头鹰”机制更为折中，

既承认只有具有相关经验和专业知识的专家才

能理解争议的技术细节，但也强调并不是将科

学决定权完全交给科学家，因为其中的大多数

坚决捍卫自身工作而拒绝接受批评。（[1]，p.99）

2. “猫头鹰”机制的特点

“猫头鹰”机制的核心是关于某技术主题

共识的实质和强度，而非科学知识本身。很多

技术决策问题的科学结论在短时间内难以达成

一致。比如，在某化学制品生产对周边环境影

响问题上，一些科学家可能认为风险可控，而

另一些科学家则认为难以控制。然而，这样的

议题在短期内难以得到实证，因为化学品伤害

需要经过长期积累才能体现；该议题的实证可

能违背伦理，因为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不应当

①在柯林斯、埃文斯等人所主张的专长与经验研究中，技术决策过程可以分为科学阶段和政治阶段，在理想条件下，两个
阶段可以分离，在科学讨论后进行政治讨论，但在现实中，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 猫头鹰 ” 机制是对此批评的理论
回应。

②专长研究中最重要的两类专长 —— 交互专长和贡献专长，前者是能够理解和沟通决策的技术内容的专长，后者是能够直
接帮助技术性决策的相关专长。

③在柯林斯和埃文斯看来，STS 第一波为科学权威时代（the age of authority），STS 第二波为科学民主时代（the age of 
democ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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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公众暴露于环境风险中。如果继续遵循以往

的决策传统，则需要得到一个确切的科学答案，

但这在现实中难以实现。因此，新机制并非寻

求或者质疑科学知识，而是探讨真实社会中的

科学共识。

“猫头鹰”机制的关键是构建专家组。专

家组是由能够从科学知识和科学的社会研究两

方面看待技术决策的社会科学家和科学家共同

构成，其工作是将该技术主题相关的专长知识

现状和既有共识提供给决策者，并向公众解释

科学争论中口头共识（oral consensus）①为什

么和文字材料与互联网上的不可靠材料有所区

别；（[1]，p.98）决策者的工作则是在某个限

期内基于已有共识，而不是真相做出最佳决

策，即使从长期来看，这些决策可能是错误的。

（[1]，pp.102-104） 详 细 来 说，“ 猫 头 鹰 ” 机

制以科学问题为基础，但更广泛综合地为共识

程度定级，共识形成程度越高则决策者推翻它

的风险则越大。

一个运营良好的“猫头鹰”机制能够发挥

如下功能：理解政策制定和确定真相之间的区

别；理解并提高经验专家的显示度，在传统模

式中，他们的作用可能被单独行动的科学家所

忽视；将科学理解为一种基于默会知识的口头

文化及各种专业知识的性质等相关衍生认知；

理解科学争论展开的方式及科学争论时限的概

念；理解并或多或少向那些科学边缘人的观点

给予重视和合法性。（[1]，p.107）

与科学顾问机制和各类混合论坛（hybrid 
forum）机制相比，“猫头鹰”机制对技术性讨

论和政治性讨论的定性不同。前两种形式都是

将技术与政治混杂在一起，模糊了公众和专家

的 边 界，（[1]，p.168） 而“ 猫 头 鹰 ” 机 制 则

力图在流程和形式上将技术讨论与政治讨论区

分开。柯林斯和埃文斯认为“政治决策不能由

科学共识决定，科学共识也不应该被扭曲以适

应政治偏好”。（[1]，p.108）因此，“猫头鹰”

机制不在于做出某种决策，而是确保公众代表

和政策制定者了解当前的科学共识。由此，以

往由决策者挑选决策的科学认识依据的工作转

交给了“猫头鹰”专家，关于技术主题的讨论

限定在对该议题具有经验知识的科学家和具有

相应理解能力的社会科学家共同构成的专家小

组。通过讨论，机制赋予科学共识评估以政治

合法性，对科学共识的评估不论流程还是结果，

都需要做到公开透明。

二、作为“猫头鹰”机制的
北京市责任规划师制度

1. 北京市责任规划师的发展历程

北京市责任规划师是北京市在城市规划设

计领域增强决策科学性和民主性，推动精细化

治理的重要制度设计。从规划实践来看，规划

师一直通过城乡规划的社会调查、实地踏勘等

多种方式，作为专家参与政策制定与公众意见

的交互过程。从制度设计来看，2016 年 5 月，《中

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深化改革

提升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水平的意见》首次在全

市层面提出建立责任规划师制度。2017 年 8 月，

北京市东城区在实施“百街千巷”环境整治提

升时，由于涉及面广、工作量大、社会网络复

杂、群众工作难度大，仅依靠东城区具有专业

技能的决策者难以在街巷层面完成所有技术性

决策。因此，东城区试点与中国城市规划设计

研究院、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工业

大学等 12 家专业机构合作，为全区所有街道

配置责任规划师。在同一时期，西城区、海淀

区在街巷层级的人居环境提升中均遭遇类似问

题，也尝试通过引入责任规划师解决。

北京各区在实践过程中存在着多样性。大

多数区采取了团队责任规划师，即 1 位首席规

划师和若干专业技术组成团队，首席规划师在

聘期内不变动，且多数情况下也都续聘，而专

业技术人员随需求发生变动。一些区根据自身

实际，探索了不同建设方式。丰台区构建了多

①专长研究认为科学是一种口头文化。他们基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认为知识小组并不是由书本、论文和互联网具有
公共性质的媒介所凝聚，而是通过紧密的以默会知识为载体的面对面交谈所构建。

“猫头鹰”机制视域下的北京市责任规划师制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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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责任规划师框架，增加了区级的 4 个责任

规划师联盟、社区级的 N 个社区志愿者；朝阳

区针对打造国际化社区，邀请外籍规划师进入

责任规划师团队；通州区针对新建面积大的特

点，建立了责任规划师和责任建筑师的“双师”

制度，以责任建筑师确保控规执行过程中的技

术咨询和公众沟通；门头沟区针对自身传统村

落保护和乡村振兴的主要内容，制定了《门头

沟区乡村责任规划师工作实施意见》；密云区定

位于生态涵养区，责任规划师聚焦生态体系而

非建成区域。尤其，海淀区探索了不同形式，

采取职业化责任规划师模式，而非单纯的引入

第三方，率先实施了一名全职街镇规划师、一

位高校合伙人和 N 个专业设计团队的“1+1+N”

人员架构体系。

经 过 若 干 实 践 后， 责 任 规 划 师 逐 步 制 度

化。2017 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
年）》首次明确了责任规划师的制度内涵，即

建立完善包括指导、规范、审查、公众参与等

各环节的评估决策机制。2018 年，北京市规划

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后简称规自委）发布《关

于推进北京市核心区责任规划师工作的指导意

见》，明确“责任规划师是指由政府选聘，为

责任街区的规划、建设、管理提供专业指导和

技术服务的团队”。2019年，市规自委制定了《北

京市责任规划师制度实施办法（试行）》，进一

步明确了责任规划师的身份是“第三方人员”，

规定了自上而下指导城乡规划在责任范围内实

施和自下而上推进责任范围内公众全过程参与

规划两方面工作内容①。相关内容在 2019 年新

修订的《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得到确认，获

得正式法定地位。2020 年，北京远郊区和乡村

地区也开始推进责任规划师制度；2021 年，全

市各区完成队伍建设并开始实际运作。

总的来看，责任规划师经历了从实践到政

策再到法制的过程，其身份定位、组成人员、

职能职责、工作方式均逐步得到明确。从专家

与民众互动的角度来看，责任规划师是一种街

道层面建立的关于城市规划设计的专家小组，

通过专业知识供给，为责任范围内的规划设计

提供决策支撑。因此，责任规划师制度能够作

为“猫头鹰”机制现实可行性的验证对象。

北京对全国责任规划师制度建设具有较大

影响。在责任规划师制度正式确立前，厦门、

上海、成都、广州等地均有类似探索，但并未

形成正式制度。随着北京的制度完善和上级部

门的政策推广，各地开始学习北京经验。由于

本地规划师、建筑师等专业人才储备和社区自

治发展程度不同，各地推进责任规划师的深度

和广度也有所不同。如成都较早建立了社区发

展治理委员会，实现了市内社区议事会制度全

覆盖和年度社区发展资金保障，其责任规划师

推广较顺利，其相关工作本地化程度高。

2. 北京市责任规划师的“猫头鹰”机制特

点

规划在专长研究中具有独特地位，关于责

任规划师制度能够深化对专长研究中不同技术

类别的认识。由于不同门类的科学技术所依靠

的专长不同，因此，专长研究中科学技术类型

与专长分类一样重要。柯林斯和埃文斯在首

次提出专长研究之时，便将规划作为一类重要

的技术门类——本地利益技术（local-interest 
technologies）②。规划的技术特点是当地居民

可以被视为拥有经验性知识的专家，但这种地

方经验知识需要与其他类型知识相结合，否则

其很可能是片面的；政治考虑与技术意图常常

相互交织，规划采石场可能不利于当地房价，

但有利于就业与收入、中小商户。[9] 因此，规

划既需要扩大当地居民的参与，但同时需要在

机制上将技术讨论和政治讨论相区分，这也是

①《北京市责任规划师制度实施办法（试行）》规定责任规划师通过技术咨询、项目审查、专家评审、评估现状、意见收集
与反馈等方式完成自上而下的任务，通过宣传讲解、调研社情民意、协助征集公众意见、答疑解惑等方式实现自下而上
的工作。

②此外，柯林斯和埃文斯将汽车、自行车和个人计算机视作公用技术（public-use technologies），并提出四类科学门类 ——
常态科学（normal science）、勾勒姆科学（Golem science）、历史科学（historical science）和反身历史科学（reflexive 
historical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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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头鹰”机制所关注的内容。

“猫头鹰”机制所涵盖成员具有多样性，这

也是责任规划师制度的特点。“猫头鹰”专家

小组至少包含三类专家：作为“猫头鹰”的社

会科学家，通晓社情民意并能够理解科学知识；

作为“猫头鹰”的科学家，理解并运用科学知

识，也能够理解科学知识的社会影响；作为“鹰”

的科学家，理解并运用科学知识，但仅探寻科

学知识。虽然北京各区之间略有差异，但责任

规划师团队的构成也同样多元。以海淀区为

例，其“1+1+N”责任规划师架构体系中，由

规自部门联合街道招聘的全职规划师类似于作

为“鹰”的科学家，虽然为街道层面提供了专

业技术支撑，但其行动受规自部门协调，更追

求规划专业知识如何实现，而不是激发公众参

与热情。高校合伙人是海淀区依托丰富教育资

源的制度创新，是典型的“猫头鹰”，其属于

社会科学家还是科学家取决于其团队背景，如

海淀区清河街道的高校合伙人侧重于社区营造

和公众全过程参与，偏向于社会科学家，海淀

区紫竹桥街道的高校合伙人侧重于基于人因工

程的公共空间改造，偏向于科学家。同样，专

业设计团队也属于“猫头鹰”，工作内容侧重

社会工作、志愿服务的属于社会科学家，侧重

规划设计的属于科学家。由此可见，北京责任

规划师的成员构成虽未依照“猫头鹰”机制来

划定不同专家小组，但其性质仍然符合“猫头

鹰”机制的定义。

“猫头鹰”机制最为倚重的是基于经验知识

的专家，而不是脱离经验的非相关专家①。从

外部判断专家身份的“元专长”包括资格证书

（credentials）、过往业绩（track record）、工作

经验（experience）；[10] 但从责任规划师的人选

标准来看，其更强调实践经验。北京市级条例

虽然要求责任规划师具备相应职称，但可以凭

借相应的专业服务能力和社会影响力进行同等

条件置换；同时，市级条例还强调熟悉市级总

规和区级分区规划与控规、具备丰富实践经验

和沟通协调能力、具有较强社会责任感。[11] 在

区级层面，更加注重责任规划师与当地民众沟

通交流的工作，如怀柔鼓励责任规划师团队有

社会学专业人员加入，强调扎根基层的意愿。

因此，资格证书并非是责任规划师选拔的核心，

而相关规划设计经验、基层服务经历、熟悉地

方性知识才是认定为专家小组成员的关键。

在城乡规划设计领域中，“猫头鹰”机制的

核心是关于规划设计的技术共识实质和强度，

责任规划师的具体实践能够部分符合。责任规

划师包含规划问题研究者、规划设计审查者、

街区更新指导者、部门合作协调者、公众参与

组织者等多重角色；[12] 其工作方式包括规划统

筹、社区协动、项目介入、事件参与等多种类型。
[13] 由于北京市情的复杂性和工作内容的多样

性，责任规划师并不能满足所有角色，也并非

限于某一类工作方式，其工作具有复合型特点，

一些内容涉及评估规划设计的技术共识，而一

些工作直接作用于决策。如西三旗街道某责任

规划师团队的工作流程划分为发现问题、调查

验证、倡议推动、立项研究和实施落地，责任

规划师的角色经历了问题发现者、百姓代言人、

多元整合者、利益协调人的变化；[14] 雁栖镇某

责任规划师团队的工作包括镇村行政系统与规

划技术系统的信息沟通、基于责任范围内当地

环境认知的陪伴式规划技术服务；[15] 前者侧重

于多元主体和全流程规划服务，部分工作涉及

到问题域确认和展现该领域的技术共识，后者

侧重于服务政府和需求响应，责任规划师直接

参与到决策过程中。

责任规划师制度能够满足部分“猫头鹰”

机制的理想功能。部分责任规划师能够区分政

策制定和确定真相，他们提供的内容是展示不

同规划选择的利弊及其社会影响，供公众和政

府参考。如清河街道责任规划师在营造阳光南

里三角地时，其主要工作是激发当地居民的参

与意愿，将专业机构提供 6 套设计方案的详细

情况与特点充分传递给居民，由居民自行选择

①这也是柯林斯和埃文斯强调的专长研究与其他思潮之间的专家差异。专长研究认为只有具有特定技术领域相关经验的专
家才是真正意义的专家，而只有证书认证却缺乏相关经验的则不属于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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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方案。在该情境下，规划师并不直接判断

规划设计方案好坏，给出一个评价排名供决策

者选择，而是把规划设计方案的特点和现状陈

述给决策者。最终，阳光南里三角地的最终设

计方案并非是规划师认为的最佳方案，即传统

专家小组所认定的“真相”，也就是实现了政

策制定与确定真相之间的事实差异。

此外，责任规划师制度普遍而不同程度地

提升了经验专家的显示度，尤其是对掌握本地

知识的经验专家——居民而言。如北京劲松街

道责任规划师通过大规模居民调查问卷搜集

居民的改造需求和真实意愿以了解外显知识

（explicit knowledge），同时，还跟踪观察居民

行为，将其利用小区公共空间以进行不同类型

社交活动、利用树木躯干放置各类商品等默会

知识（tacit knowledge），并将居民基于当地环

境理解的生活智慧转化为规划语言。北京双井

街道责任规划师自主研制基于城市物联网技术

的移动环境感知盒子，通过搭载城管巡查车实

现街区全覆盖的当地微环境感知网络，实质也

是将基于当地“人—环境”交互的默会知识数

字化。除了上述被动式的居民参与外，亦有部

分责任规划师积极发动居民作为“猫头鹰”社

会科学家参与到评估现有技术共识的过程。如

北太平庄街道责任规划师通过搭建多远协商平

台建设，运用居民分组讨论、参与式设计等多

种方式，激发居民主动参与技术共识评估，给

出自身的技术观点，而不仅仅是被动接受。

沟通交流是责任规划师的重要工作。沟通

交流不仅包括与社区居民间的交流，也包括将

市级规自部门的业务要求传递到责任范围的属

地公共部门，将属地公共部门意图传递给居民，

将责任范围内的规划需求和社情民意反映给相

关机构。在此过程中，不仅仅是利用交互专长

将不同主体的语言进行相互转换，还是在密切

的沟通交流中产生基于默会知识的科学理解。

诸多责任规划师团队在街道、社区层面搭建不

同层次和不同类型的协商议事平台，推动规划

设计在协商议事平台中得到理解和澄清，这也

是基于口头文化的机制构建。

在搭建平台的过程中也充分将理解科学争

论的形式及其所需要的时间。某一些关于规划

的争论难以在短期内形成共识，如在某一社区

公共空间是改造为文娱活动空间，还是公共绿

地，还是便民服务设施，存在着较大分歧。文

娱空间有利于“一老一小”的社区活动，公共

绿地有利于社区环境，便民服务设施有利于改

造项目实现资金自平衡，这类争论难以形成技

术性结论。一方面，不能简单地以社区居住人

口比例多寡来确定改造内容，因为每个群体对

于公共空间的边际福利获得各不相同，占大多

数的群体未必获得很高福利，而小部分群体可

能丧失很大福利；另一方面，改造内容不能仅

考虑社区居民，因为投入到空间改造的公共收

入并未完全来源于该社区内部，而主要来源于

市区两级财政。因此，责任规划师的责任并非

是追求科学争论的结果，而是把关于该技术领

域的不同理解呈现给决策者。

三、“猫头鹰”机制实现的
可能性与局限性

1. “猫头鹰”机制实现的可能性及其原因

分析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北京市责任规划

师制度总体符合“猫头鹰”机制特点，说明了“猫

头鹰”机制具有现实可能性，其可能性来源于

以下三点。

其一、责任规划师制度确立了专家的独特

作用。责任规划师通常具有较强的交互专长，

是天然作为“猫头鹰”的专家。在责任规划师

选拔过程中，沟通交流能力——将规划技术知

识转化为政府部门能理解的政策语言和当地居

民能理解的群众语言，将公共部门的行政语言

和居民行为中的默会知识转化为规划设计的外

显知识——是一项重要考核内容。随着以人为

本的新型城镇化推进，对规划师交互专长的要

求也越来越高，规划师更需要与人而不是图纸

打交道。全球范围内也是如此，规划师愈发依

赖于产生于规划实践的实质性知识，而非规范

性知识，需要更多地理解当地的“人地系统”。[16]

因此，规划师的职业性质决定了“猫头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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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运转具有专家来源保障。

各地区根据自身禀赋形成各具特色的专家

组。首先，虽然大多数区的责任规划师共享市

级职业规划师、建筑师资源，但各区根据自身

特点形成了混合的专家组。朝阳区依赖于大量

的外籍人员和外资规划设计团队，形成了包含

外籍人士的责任规划师团队；海淀区依托自身

高校云集的优势，以高校师生作为社区沟通的

主体之一。其次，专家组存在社会科学家和科

学家，大部分区由第三方规划团队担任着两种

角色，但特定制度可以进一步细分的类别。海

淀区具有职业化的责任规划师，由于其属于公

共部门雇员，所以他们能够更好地帮助专业人

士和社区居民与公共部门沟通。也就是说，责

任规划师建立起公众与技术问题以及公共政策

的桥梁。

其二、责任规划师的制度设计加强了参与

各方的联系，能够形成实践共同体，以保障“猫

头鹰”机制的有效运行。“猫头鹰”机制是专

长研究框架中关于议事机制的部分，专长研究

所提倡的通过实践共同体以促进相互专长习得

和发展，[17] 是“猫头鹰”机制体现口头文化和

形成技术共识的重要保障。以往规划师执行某

规划设计项目时，其沉浸在当地环境中的机会

和时长不足，一般仅停留在语言交流与交互专

长的层面，而责任规划师制度通过规划师的长

期扎根，使其能够参与到当地实践，沉浸到实

践共同体中，达到交互专长与贡献专长的相互

转化，并最终作用于评估技术共识的现状。

公众在责任规划师制度中具有独特价值。

如柯林斯和埃文斯所言，规划作为本地利益技

术，包含有大量地方知识、默会知识，公众参

与具有专长保障。对“猫头鹰”机制乃至专长

研究的批判集中在其精英主义倾向，因为能够

成为“猫头鹰”或者“鹰”的社会成员太少。[18]

然而，规划作为一类特殊的技术门类具有天然

优势，大量当地居民拥有基于具体实践和当地

环境理解的贡献专长，能够作为“猫头鹰”专

家进入到讨论技术共识的环节。

其三、责任规划师制度重点在于形成共识。

随着“猫头鹰”机制的建立，其讨论核心由从

知识本身向共识转移，但该转移在各地并不一

致。在全国多数地区，引入责任规划师有一个

明确的规划目标，诸如城市更新、15 分钟生活

圈、乡村振兴。最初，责任规划师参与到规划

的公共讨论与决策中时，通常有一项“自上而

下”的规划需要落实和执行，开展相关讨论是

为了让公众了解规划、认识规划，并在可能的

边界内进行活动。但随着责任规划师脱离于某

项具体工作，转变为服务于某个空间单元的角

色时，其讨论议题是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而

具体的规划成为了社会共识的技术执行手段。

但这一转变并非整齐划一，对于成都等具有社

区发展保障资金的城市，责任规划师越能脱离

某项具体工作，扎根于社区开展居民工作。

同时，在现实工作中，规划师一般不具有

直接决策权，限制了规划师给出唯一答案的可

能性。在一些科学技术领域，专家往往会给出

针对该领域的唯一答案，而后通过政治决策将

其合法化；甚至在一些领域，专家能够作为最

后决策者直接决定采取某种政策。但在规划领

域，一个规划师团队或者多个团队会给出多种

方案供决策者参考。同时，由于规划所涉及的

社会面较广，部分规划具有法定意义，公共部

门和公众往往是规划的决策者，规划师不具有

作为最终决策者的可能性。上述条件赋予了责

任规划师制度成为“猫头鹰”机制的天然优势。

2. “猫头鹰”机制实现的局限性及其原因

分析

但也需要指出，责任规划师制度并非完全

符合“猫头鹰”机制的理想条件。责任规划师

制度也具有双重性，既具有传统专家小组的功

能，也具有“猫头鹰”机制的特点。首先，在

确定问题域或某类技术主题时，虽然绝大部分

是由公共部门的行政指令、政策落实等途径和

居民通过“接诉即办”等渠道定义，但也有一

部分由责任规划师确定。尤其在一些公众参与

不活跃、居民自治体系未能完全形成的区域，

责任规划师是确定技术议题的主体，这超出了

专长研究中对“猫头鹰”机制的职能范围规定。

其次，在一些情况下，责任规划师会直接

给出问题的唯一解甚至交付成果。虽然《北京

“猫头鹰”机制视域下的北京市责任规划师制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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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责任规划师制度实施办法（试行）》规定了

责任规划师“一般不从事责任范围内的规划、

设计和建设项目的设计任务”，试图区分技术

讨论与政治讨论，但其解释空间较大，对于责

任规划师参与后续规划设计并无较大制约。同

时，由于责任规划师通过长期扎根了解当地环

境，拥有大量的地方性知识和贡献专长，其提

供责任范围内的问题解决方案具有可行性和恰

当性。要完全将责任规划师限定在暴露问题、

提供技术共识，而不让其进入决策流程和政治

讨论具有现实障碍。

第三，责任规划师制度下的大部分协商议

事平台难以将边缘人士和非主流意见纳入到协

商内容中。根据居民自治原则，进入协商议事

平台的居民需要获得投票多数或者推举多数，

而处于社区生态和舆论边缘的居民则难以在此

发声。如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时，居住在底层或

易受加装电梯影响居民的意愿难以在社区协商

议事过程中体现，而根据少数服从多数原则，

少数人的利益容易被忽视。虽然“猫头鹰”机

制提出重视少数人意见，但并没有给出如何吸

收融汇他们意见建议的可行方案。

此外，北京市及全国责任规划师的发展历

程也说明了“猫头鹰”机制需要一定的社会条

件。北京市责任规划师制度是由中心城区向郊

区进行扩散，全国总体上是由北京、上海、成

都向其他城市扩散。一方面，不同类型专家的

丰富程度是实现“猫头鹰”机制的基础性条件，

大城市的专家资源更为丰富，有更多的具有沟

通交流技巧的专家；另一方面，相对较强的基

层社会自治能力也能推动“猫头鹰”机制的实

现，公众中也存在着大量能够沟通交流的非职

业化专家。

结    语

“猫头鹰”机制是专长研究在技术性决策方

面的理想模型，对设计不同类型的“公众 - 专家”

和“科学 - 社会”交互机制有较大启示。本文

通过北京市责任规划师的案例分析，验证和反

思“猫头鹰”机制的现实可能性。从涵盖成员

的多样性、依赖专长的经验性和实践性、沟通

交流的重要性、专家小组的组织特点、技术共

识评估、理想功能实现等方面来看，责任规划

师制度总体可被视为“猫头鹰”机制在城乡规

划领域中的一种具体实践，其关键点在于赋予

专家在决策中的独特价值、构建多元专家的共

同参与格局、对达成共识的追求。

责任规划师的案例既支撑了“猫头鹰”机

制的现实可能性，也揭示了“猫头鹰”机制运

转的难度。责任规划师作为“猫头鹰”机制的

可能性来源于责任规划师作为“猫头鹰”的专

长特征、责任规划师加强各方联系的制度设计、

规划作为本地利益技术的特殊性、规划师权力

的制度制约。然而，责任规划师并不是完全符

合“猫头鹰”机制，其具有“猫头鹰”机制和

传统专家小组的双重特征，其工作不仅涉及到

评估技术共识，还常常直接提供技术决策建议

甚至付诸行动，而一些非主流群体与意见难以

纳入到责任规划师的协商议事平台中。“猫头

鹰”机制不断发展还有赖于包括公众在内的多

元专家，因此，需要加强针对市民的城市规划

等知识教育普及，针对专业技术人员的协商议

事机制培训与沟通能力建设，从而使得“猫头

鹰”机制的共同体基础更加牢固。

责任规划师虽然能够按照“猫头鹰”机制

要求，将技术讨论和政治讨论相分离，但仍然

难以避免两阶段混合的问题。本文认为北京市

各区实践中，海淀区责任规划师架构更类似

于“猫头鹰”机制，责任规划师为独立第三方，

并与专业技术团队相分离，从机制上避免了两

阶段混合问题，其后续运转有待跟踪性研究。

同时，规划作为一类特殊的技术门类，能够有

效支撑“猫头鹰”机制的运转和实现，但该机

制在其他科学技术门类的现实可行性还有待于

理论与实践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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